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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羅斯總統的官方發言人巴斯科夫(Dmitry Peskov)喜歡笑話。上周到他克里姆林宮辦公室訪問的人注意到，迴圈出現在他電腦屏保上的一系列引言，均出自喬治•奧威爾(George Orwell)的小說《1984》：「老大哥在看著你」，「戰爭即和平」，「自由即奴役」，「無知即力量」。
鑒於巴斯科夫工作的地點曾是史達林舊邸，而他又是在為常常受到「建立俄羅斯新獨裁政權」指責的弗拉基米爾•普京(Vladimir Putin)代言，這種做法真是相當大膽。或是沒有品味。也許兩者都是。
巴斯科夫的言談帶有美國政治公關顧問那種隨和的幽默感，就連口音也很像。但聽著他必須說的一些話，我有種強烈的似曾相識感——此時闖入腦海的並非美國，而是中國。
在冷戰期間，人們很自然地會將俄羅斯和中國放在一起。如今，這兩個國家再次佔據了類似的意識形態領域。它們不再推崇共產主義。但俄羅斯和中國都各自形成了非常類似的政治教義。對內，它們的公式是威權主義，伴之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和民族主義。對外，兩國都將日漸強大的經濟實力視為洗刷歷史恥辱的基礎。它們宣揚絕對尊重民族主權的教義。
在意識形態鬥爭中，美國在伊拉克的挫敗，賦予了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新的信心。但它們新生自信的真正基礎來自經濟。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。俄羅斯的繁榮則建立在一個相對脆弱的基礎上：石油與天然氣價格的上漲。但兩國的現金都很充裕。
兩國並未實行自由民主制度就獲得成功的事實，讓它們對拒絕西方的政治模式越來越有信心。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，官方強調的重點都是穩定。迅速的政治自由化被視為可能產生社會混亂的圈套而遭到摒棄。
當冷戰結束時，許多西方人都以為，意識形態之爭已經結束。那段歷史已然終結。俄羅斯和中國接納了資本主義。這進而將產生一個要求政治自由的中產階級。
將近20年過去了，事態似乎並沒有按照這條道路發展。在兩國的大城市中，富裕的小資產階級的確隨處可見。但目前，俄羅斯和中國的中產階級更感興趣的似乎是平板電視和外國轎車，而不是媒體自由或是新的政治活動。俄羅斯的言論自由程度仍明顯超過中國。但局勢正在惡化，而且似乎只有少數知識份子關心這一點。
這種政治被動性的原因看來又是類似的。中國和俄羅斯的歷史讓新生的富裕人士有很好的理由去害怕「混亂」。官方的宣傳更強化了那些恐懼。
在同莫斯科的獨立分析師交談時，他們的焦慮也讓你不由想起在北京聽到的東西。在這兩個國家，人們都將腐敗的滋生和對環境問題的忽略歸咎於政治體系。兩國也都面臨著威權政府的一個經典問題：如何管理領導層的更替，而不會引發危險的高層內鬥。
俄羅斯和中國的精英領導層對這些政治不確定性的回應也是類似的。他們在國內的合法性正越來越依賴於新的民族自豪感。他們的政府發出了一條民眾愛聽的資訊：經濟的強盛意味著西方不再能對它們呼來喝去。兩國都告訴樂於接納這類觀點的公眾，民族的軟弱已成為歷史。中國堅持以武力阻止臺灣獨立的觀點，得到了民眾的擁護。俄羅斯的公眾似乎也喜歡普京粗魯地對待美國總統。
但民族主義必須要謹慎對待。在中國，政府最終約束了2005年的反日遊行。在俄羅斯，政府對民族主義青年組織給予了支援。這些組織是一股有用的政治力量。但同樣重要的是，要確保重新興起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支持當前體制，而不是破壞它。
俄羅斯和中國的民族主義得到了經濟實力的支持，它們讓西方的外交政策明顯陷入了兩難境地。相關問題既具有現實意義，也具有哲學意義。
從現實層面看，西方國家不得不決定，在中國威脅臺灣或是俄羅斯擠壓格魯吉亞時，應採取多麼強硬的立場。在人權問題上，我們應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自己的不滿？當俄羅斯和中國的「主權財富基金」試圖收購西方企業時，我們應該怎麼辦？對於俄羅斯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頻繁否決西方關於緬甸、科索沃和伊朗等國的議案，我們又應如何應對？在這些日常問題的背後，是一些更為宏大的哲學問題。全球化和經濟增長最終意味著俄羅斯和中國將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，這種看法是否錯了？如果這個問題顯得滑頭，那麼就問一下這個問題：新的中國和俄羅斯是否正在威脅西方的利益？
現在就為這些問題找到確切答案還為時過早。中國和俄羅斯再次向西方提出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。但是，在通向自由民主的漫漫征途中，得到巨額外匯儲備支援的威權民族主義也許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階段。或者，它也可能更具持久性——也更加接近奧威爾所描述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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